
评《烽火江南话奇冤——新四军与皖南事变》

童志强

　　近十多年来,皖南事变研究一直是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研

究的热点之一。1987年南京军区作家黎汝清的长篇小说《皖南事

变》的发表出版, 更是引发和推动了史学界、文学界和新四军老战

士的研究热情。笔者在《皖南事变研究十年》一文中称此现象为“文

学对史学的挑战”。为什么作如是说? 因为我觉得对皖南事变这样

的重要历史事件, 尽管史料汇编和研究文章出了不少,但史学界的

研究专著尚不多见。仅有的一本 1984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皖南事变本末》, 基本上属于资料长编性质,由于当时大量的档案

文电还没有公布,所以该书作者对一些史料的介绍和考证以及对

有关问题的论述明显有力不从心之感。

　　中国档案出版社最近推出的《烽火江南话奇冤——新四军与

皖南事变》一书,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李良志教授多年笔耕

的成果,也是近年来皖南事变研究的一部力作。披览全书,笔者以

为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谋篇布局,颇具匠心。

　　从 1937 年底新四军诞生到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 整整三

个年头。这三年中,新四军从谈判、建军到集结、东进、北上,经无数

次对敌作战, 部队从初创时的 1万人发展到近 9万人。其间,陈毅、

张鼎丞、粟裕率第一、二支队东进苏南,北渡长江;谭震林率第三支

队雄踞皖南; 高敬亭率第四支队挺进皖中; 罗炳辉率第五支队威震

皖东;彭雪枫率第六支队转战豫皖苏边;李先念率豫鄂支队崛起于

大别山西侧; 刘少奇率中原局抵华中奠定苏北抗战局面; 周恩来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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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皖南军部; 叶挺受项英排挤两度出走;高敬亭被错杀案……这一

段历史,跌宕起伏,异采纷呈,无不可以让史学家的笔触纵横圈点。

刚看到该书书名时,自忖涉猎过新四军历史的笔者, 曾有过一丝担

心:如果仅仅是就皖变写皖变而不将有关背景交待清楚, 那么距事

变半个多世纪的读者难免会有不少困惑费解之处;如果追溯新四

军发展的历史线索,详细交待事变发生的前因后果, 皖变这个主题

则可能会被淹没在大量的史料之中。然而读完全书之后, 才知道这

个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全书围绕新四军问题以国共两党关系变化为主线, 在新四军

众多人物中突出叶挺和项英这两个主要人物,紧紧扣住了主题。作

者以三分之一篇幅交待新四军的成立、挺进大江南北以及华中国

共关系的逆转过程,然后将重心放在皖变的全过程, 浓墨重彩地揭

露国民党顽固派同室操戈、围歼皖南新四军的阴谋和新四军奋起

突围的悲壮历程, 最后交待皖变之善后和叶挺、项英的结局。综观

全书, 主题突出, 脉络清晰, 取材精当,要而不繁,体现出作者驾驭

史料的深厚功力。

　　二、尊重历史,实事求是。

　　对项英在主持新四军时期的功过问题,一直是皖变研究热点

中的热点。“文化大革命”中在极左路线下,曾全盘否定项英的一

生,甚至抓住他在皖变中一度中途离队的错误无限夸大、上纲,打

成叛徒。前几年则出现另一种极端, 即全盘肯定项英的观点, 为尊

者讳,认为他不仅是新四军东进北上发展方针的制定者之一, 而且

还是忠实的拥护者和积极的实践者,他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是

针锋相对而不是一味迁就退让的。换言之, 即当时中共中央对项英

的许多批评不实事求是,应该重新作出决议。李良志经过对史学界

各种观点的分析研究,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在皖南事变中,

新四军遭受如此惨痛损失, 这既有客观原因, 也有主观原因,后者

还是主要的。客观原因是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八倍于我,力量对比太

悬殊; 主观原因, 主要是项英的右倾错误。”他认为:项英对在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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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严重意义认识不够, 对新四

军的战略方针认识不够,对国民党必然要摧残新四军的紧迫性丧

失警惕,因而在北移问题上一再迟疑, 丧失了宝贵的时机, 最后终

于陷入极为不利的处境,步入顽军的重围,“这是皖南事变中新四

军军部及所属 9000余人惨遭围歼的主要原因”。

　　根据对叶挺、项英关系的分析,他认为:新四军两位主要负责

人项英、叶挺的关系不和谐,也是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遭受严重挫折

的原因之一。由于项英对叶挺的偏见,“以致在皖南事变的生死攸

关时刻,叶挺的正确突围意见也未被接受。在突围战斗最激烈紧张

之际, 军部四位决策人物项、叶、袁、周, 不是形影不离在一起共谋

对策,常常是叶挺独自一处, 冷冷落落,无所作为; 1月 8 日, 项、

袁、周竟不同叶挺作任何商量,不辞而别,只身逃遁寻求生路。项、

叶之间的这种不正常关系, 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它对新四

军的发展是潜在的危机, 最终导致皖南事变中领导集团松散、分

裂,甚至激战中一时群龙无首。事变中我军的惨重损失, 与新四军

军部领导人之间不和谐、不团结及其发展, 是密切联系着的”。作者

在指出项英“在新四军工作中有一系列错误,在许多问题上完全与

中央对立”的同时,对他的错误产生的原因也作了中肯的分析,认

为:“中共中央对何、白《皓电》后的时局的估计失误, 确也影响了项

英对皖南危局的认识, 影响了他尽速北移的决心,致皖南新四军开

动之时,已是势若危卵矣!”上述对项英错误的分析, 持之有据,言

之成理,是建立在历史事实基础上的科学评判。

　　作者对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对策的制定经过之分析也令人信

服。

　　数天之内损兵折将 9000余人,这是抗战以来中共所遭受的最

大损失,其对中共高层领导之震惊可想而知。事变发生后,如何打

退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成为摆在中共高层领导面前

的头等大事。如何认识事变和估计事变发展的前途, 乃是决定党的

反击斗争策略的关键。作者引用了大量文献,向读者介绍了中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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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在确定对策时经历了从政治上、军事上全面大反攻, 到政治反

攻、军事上准备反攻, 到政治攻势、军事守势,到坚持又斗争又联

合,通过斗争维护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的重大变化、转折。从作者引

用的史料中, 他并不讳言“中共中央在事变之初对局势的分析,确

实存在不少脱离实际的估计和分析, 其对蒋的斗争策略中,确实包

含着不少有损国共合作和抗日大局的危险步骤”。在指出这种失误

的同时,作者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共中央实现这个变化和转折,“当

然是非常不容易的, 是十分艰难的。中共中央在事变的最初日子

里,准备实行军事、政治上的全面大反攻政策,这在感情上是完全

可以理解的。由于对局势的走向一时难以预料、把握,宁肯把事变

前途的困难估计得更多一点更坏一点,这对当时党的斗争也是有

好处的,只有无知者才会去要求党的领导人任何时候都是一贯正

确的圣人”。“中共中央的高明之处,不在于一开始就能对事物发

展、变化神机妙算,能预卜一切; 而在于始终谨慎行事,重视调查研

究,对许多有碍大局的危险措施,未予立即执行。当中央一旦明白

了时局的本质,认清时局变化的真正动向, 就毫不犹豫地纠正其错

误之处,从而使党在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唯其如此,当读者看到

中共中央由于采纳了党内同志和共产国际的各种意见, 最终确定

了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抗日的正确决策时,才会

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高层领导运筹帷幄、力挽狂澜、驾驭复杂局

势的雄才大略和善于集中党内智慧的民主作风产生更深刻的认

识,才会体会到经过 20年锤炼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日趋成熟。

　　三、高屋建瓴,鸟瞰历史。

　　发生在国共两党之间的这场“内战”,距今已半个多世纪。作者

现在推出这本专著,其意义决非仅仅是澄清史实,复原历史。诚如

作者所言:“今天写此书,并不是偏爱旧事重提, 更不是要对谁算老

账;而是为了在学术上继续争鸣,阐述对皖南事变有关争论问题的

一孔之见,在政治上则是要阐述历史经验教训, 以推动新时期已蓬

勃开展的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展望我们伟大中华民族在新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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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凝聚和民族振兴,使我们祖国的统一大业早日完成。”

　　皖南事变不是一个孤立的研究领域, 它与中国抗日战争史乃

至整个国共关系史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该书在分清是非曲

直的同时,对事变后国共两党经激烈斗争后相互作出妥协,仍归旧

好,共同抗日,也作了叙述, 以证明伟大的民族抗战没有因皖南事

变而夭折,这是国共两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相互作出的明智和冷

静的选择的结果, 以及没有国共合作,便不会有抗日战争的最后胜

利的真理。作者站在全民族抗战的历史高度,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

学精神来鸟瞰历史,揭示出中国抗日战争中期这一历史横断面,真

切地凸现出国共两党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的运动轨迹。这充分表明

作者身为历史学家所怀有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

　　当然,该书也还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如发生在苏北黄桥战役

之后不久的曹甸战役,距皖南事变发生仅 20天, 两者之间有着十

分密切的联系,作者大约是囿于史料不足的缘故,居然只字没有提

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1940年 11月 29日晚,华中新四军、

八路军总指挥部出动 10个团兵力,分三路发起曹甸战役,意在“歼

灭省韩主力”、“彻底解决苏北问题”。结果由于曹甸深沟高垒, 易守

难攻, 以及新四军、八路军首次配后作战不够协调等原因, 终未得

手,最后于 12月 16日撤出战斗。曹甸一战攻而不下,暴露了华指

实力不足,使蒋介石、顾祝同认为韩德勤在苏北仍有余勇可贾,因

而在皖南发动事变无须投鼠忌器。此前,在黄桥战役结束后, 国民

政府军委会军令部于 11月 14日拟定上报《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

战计划》,准备伺机在南方报复。对此作战计划, 蒋介石原已批示等

到 12月下旬“再定实施时间,故本计划可暂缓下令”。当 12月 10

日曹甸战役正在激战之时, 蒋介石即接受了军令部长徐永昌“先行

下达命令”的献策,向上饶的顾祝同正式发出解决江南新四军的命

令。相反,高敬亭错案系与该书主题无关的枝节,倒是可以删却的。

此外,该书引用的文电绝大部分是第二手转引的档案资料,个

别文电的时间原本有错,在转引时似应经过重新考订为妥。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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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页倒数第 7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指示叶挺等:“皖南部队及

军部在动手解决韩德勤之前移至苏南为有利。”书中认为此电时间

是 1940年 9 月 22日, 出处转引自《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 62

页。实际上此电的正确日期应是 11月 22日。电报中“动手解决韩

德勤”指的是曹甸战役而不是黄桥战役。毛泽东已看到华指如在曹

甸动手,皖南新四军的处境会更加危险,于是在曹甸战役发起前一

星期向军部提出在动手解决韩德勤之前移至苏南。

再如,第 144页第 6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向叶挺、项英发出

紧急指示:“立即开始分批移动, 否则一有战斗发生, 非战斗人员与

资材势必被打散。”书中转引此电载于《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

116页。实际上此电的正确日期应是 11月 24日。当延安获悉华指

决定于 11月 25日准备完毕即发起曹甸战役时, 在 11 月 24日一

天之内连发两电给叶挺、项英。前电内容是要皖南新四军在 20天

内处理完一切问题, 在 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叶挺率一部分须立

即出发。当天下午申时( 15时至 17时之间) , 又紧接着补发一电:

“立即开始分批移动,否则一有战斗发生, 非战斗人员与资材势必

被打散。”发出这两电的原因都与曹甸战役有关。原电系毛泽东亲

笔,签署 22日和 24日,但没署年、月。《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编者

在收入书中时考证有误,特此补正。

再如, 书中所有人物均直呼其名,独对蒋介石称委员长,亦无

此必要。还有,文中对新四军的称谓,有时用部队番号, 有时则称

“我军”,宜统一用部队番号。

以上意见供作者再版时参考。
(作者单位: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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